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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的审美转向及其影响之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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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乐由于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在上古至汉魏之前的艺术审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应其他审美

客体也受到社会功用的羁绊。汉魏之际艺术审美发生了转变，审美视角呈现多元，个体的审美情趣与审美视

角受到了关注，审美过程中的情感因素得到了充分重视。魏晋名士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文学与音乐关系的理

论探讨、声乐享受的泛滥都受到了这一时期审美转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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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古到汉魏之前的艺术审美

在古代审美中，乐曾因其特殊的象征意义而成为最为主要的审美客体。远古生民面对强大的自然

界的威胁与渺茫的生存机遇，欲求得生命延续的可能，必须借助集体的合力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这是古

代生民审美的开始。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自然不再成为生命延续最主要的障碍时，人类自身的不

和谐状态便暴露出来，如何调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有序的表象，又成为人们探寻的

审美主旨。“远古氏族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按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

范来进行生产与生活……礼是用来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但正如著名学者杜国庠先生所指出的，过于森

严的等级反而易于使社会内部的人产生离心力，于是乐就承担了调和不同等级与身份的人与人之间感

情的任务。”［1］34调和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各个阶层的人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乐因为其在韵律、音响等

方面的特点，具有象征社会状态和谐与否的功用，成为最为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审美客

体。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儒家再次从集体合力的视角去寻求解决办法，通过强调个体道德的养

成与理性行为，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和谐。乐再一次成为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外化形态中最主要的追求。
可见，乐在古代审美领域中的重要性归根到底是与其所具有的对社会整体和谐的功用以及对个体

的约束功用息息相关的。孔子曾表述诗、礼、乐三者的关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学习乐最

为重要，也是学习的最高境界。乐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和谐的审美理想，在审美客体中的地位远居于诗

文之上甚至礼之上。
由于社会功用对审美范畴的约束与导向，即便是不能与乐相提并论的其他审美客体，也必须从社

会功用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理论中有崇诗意识，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

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认为两汉流行的主要文学

形式赋有“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得到肯定是因为继承了从《诗经》以来的传统，有讽谏

作用，对政治提出相应的规诫，使社会经过改良而呈现一种有序状态。文学作品是否有欣赏价值直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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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对社会的调和作用。以此为前提，汉代兴起的赋文便落入了僵化的标准程序，文学变成了政治教化

的工具。刘大杰先生称文学到了汉代演变为“伦理主义”［2］134，最准确概括了这一时期社会功用对艺术

审美的束缚与制约。
二、汉魏之际的审美转向

仅靠社会表面的和谐状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乐为本位的标准被解构，人们用自己的

欣赏视野替代了他者的欣赏视野，审美领域中的和谐观念也发生了转变。
1． 审美客体呈现多元化。礼乐审美观的标准就是先代帝王所创作的雅乐，凡是与此在音调和风格

上不一致的都将受到排斥，同为音乐，“郑卫之音”被等同于“乱世之音”，《礼记·乐记》就对雅颂之声

和“桑间濮上之音”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汉魏之际，礼乐所具有的绝对权威受到了解构与质疑，曹

氏父子对音乐的审美与欣赏态度颇具代表性。
曹操在音乐接受欣赏方面个性鲜明。他对由新声所带来的民间音乐形式十分喜爱。据说他“好倡

优，每至欢笑，头没杯案中”( 宋陈旸《乐书·乐图论俗部杂乐·俳倡下》) 。建安十五年，曹操命人建成

铜雀台，以清商为主的乐歌形式正式登上宫廷音乐的舞台。《三国志·魏志·鲍勋传》载:

( 丕) 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曰:“猎之为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于乐。”勋抗辞曰:

“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万邦咸乂，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况猎暴华盖于原野，伤生育之

至理，栉风沐雨，不以时隙哉? ，昔鲁隠观渔与棠，春秋讥之，虽陛下以为务，愚臣所不愿也。”因奏:“刘晔

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昔梁丘据取媚于遄台，晔之谓也，请有司议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罢

还，即出勋为右中郎将。
萧涤非先生认为，“文帝之视乐府，实与田猎游戏之事无异”［2］123。对于曹丕，音乐就是精神的愉悦与娱

乐，没有必要背上教化、仁义、德行诸种额外的负担，只要是符合个体欣赏需求就行。曹丕不屑于遵守古

乐的制度。《晋书·礼志中》载:“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妓乐百戏，是则魏不以丧废乐也。”
可见曹丕对新声俗乐的爱好程度以及他对音乐娱乐性目的的追求。

作为当时政治与文化的双重领军人，曹氏父子的音乐审美观念必然会影响周围的人，进而助长整个

社会对音乐的多元审美视角。不仅如此，以文学为代表的其他艺术形式也打破了礼乐在审美领域的一

统权威，成为重要的艺术审美对象。
汉魏之际文学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文学已不再仅仅是音乐的辅助和附庸，虽然人们仍在借

音乐论文学，目的却侧重于说明文学的问题，只是在涉及概念阐释与理论探讨方面，仍需要借助人们早

已熟知的音乐术语，文学正在逐步以独立的艺术形式进入人们的审美视角。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讨

胜过了对音乐理论的研讨，标志着魏晋时期文学开始逐步独立。同时，个体的穿着、容貌、雅量、姿态以

及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进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中国古代文艺审美正在由乐的单一审美进一步走向审

美客体的多元。
2． 关注个体审美情趣与视角。随着审美观念的多元化，被大一统的和谐理想边缘化甚至遗忘的审

美个体也开始受到了关注。这一点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审美多元与汉魏之际文化审美多元最主要的

区别。春秋时期诸子争鸣，各家积极探讨最理想的社会构建形式，从而引发了思想界的一次飞跃，但都

是建立在如何找到整个社会整体的构建方式的前提下。
汉魏之际，人们渴望个体生命的延续和精神的继承，面对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

实，曹操也曾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慨叹，这种因人生无常之感在《古诗十九首》中已露端倪。生

命意识的觉醒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审美心态向注重感性特征的个体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转型。
曹丕论文气就充分注意到了主体的个性特征与精神追求在作品创作与审美过程中的作用: “文以

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

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典论·论文》) 曹丕发现了作家创作有共性，即文章都有文气渗透，但每一个作

家的秉性和气质类型不同，其所创作的文章也是有差异的，且这一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外在约

束与引导而发生变化。也正因为创作个体之间的气质类型的差异，文学才得以繁荣。诸如“应玚和而

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 然) 理不胜辞，以至于杂以嘲戏”( 《典论·论文》) 、“公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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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气，但未遒耳”、“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等( 《与吴质书》) 。
饶宗颐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别趋向抒情文方面发展，不再视文章为载道工具。”［4］169审美

客体的创作者( 其实在创作过程也是审美主体) 和欣赏主体具有了个体视角，就可以在接受中融入自己

的个体判断和个性特征。“如果说两汉文论在观念上以儒学为鹄的，在方法论上注重共性而忽略个性，

影响到文体论上总是强调诗文处于五经，看不到分体文学的个性存在，那么汉魏以来随着人的自觉，人

们对文学创作个性开始重视，并影响到对个体文学样式的重视，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曹丕既然强调‘文

以气为主’，认为文章从总的方面来说，是缘于作家的个性气质，此为共性，但具体到每个人却因禀气不

同而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同理，‘文本同而末异’，文章在本体上相同，而在具体的文体样式上，却

可以分成四科八体乃至于各种各样，不可强求一律。”［1］24

对礼乐的解构引发的个体观念渗透在文学中，便是对个体审美情趣的微观关注，这是魏晋人们对个

体精神与审美客体融合的前提。
3． 重视审美过程中的情感因子。脱离了必须以“受命”、“修身”为鹄的方式，审美个体间的交往逐

步脱离原有的政治意义，而趋向共同的个体爱好、共同的审美兴趣与共同的情感志向。正是在这种特殊

环境所营造的特殊的氛围中，“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乗于后车”( 曹丕《与吴质书》) 。曹植在《赠徐

干》中说:“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只要有了情感，有了想法，诗文的创作就会自然而然。不但如此，

曹植还注意到了对创作中的情感因素恰如其分地把握的重要性: “顷不相闻，覆相声音，亦为怪故。乘

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之极也。”( 《与丁敬礼书》) 强调写作的时候应该抓住情感的关键

处，将内心的感受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
汉魏之际，悲情也成为艺术审美领域的主流。悲本来是一个传统的音乐概念，然而，“琴曲虽以

‘悲’为美，然自汉以来，囿于儒家思想，贵乎雅正”［6］167。这在雅乐的欣赏中尤为明显。曹植《正会诗》
对曹魏时期的元会进行了描绘，虽然诗中秩序性、尊卑地位的区别依然有所体现，歌颂王朝前景仍为主

要内容，但仔细研习，《正会诗》的审美角度却有了改变。元会中人们的欣赏对象发生了变化，“悲歌厉

响，咀嚼清商”的清商成分已经代替了汉代的“百礼暨皇”; 元会中的音乐形式的审美主体也以“欢笑尽

娱”的娱乐方式代替了严正而古板的雅乐仪式的规矩与肃穆。这说明曹魏时期音乐的审美已经发生了

较大转化，这种转化成为这一时期审美价值取向的前锋，在整个艺术领域中的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三、审美转向所产生的影响

汉魏之际的审美转向既是对之前审美格局的解构，也将人们的审美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魏晋名

士对人格理想的追求、对文学与音乐关系的理论探讨、新声的泛滥都是这种审美转向的进一步顺延。
1． 艺术审美与人格魅力的合一。延续汉魏之际对审美个体情趣的关注，与儒家所强调的靠绝对的

理性来维护整体的和谐之美的审美方式不同，魏晋名士用荒诞怪异的行为，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追求

自己内心的宁静与外形表象的和谐统一，表达对和谐表面下不和谐因子的解决方式与态度。特立独行

的行为在魏晋名士身上一再出现。
“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谢悠然知

其量。”( 《世说新语·雅量》) “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

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世说

新语·伤逝》)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 此已丧矣。’语时了

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

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世说新语·伤逝》)

古代礼制，“士无故不去琴瑟”( 《礼记·曲礼下》) ，琴瑟是一个阶级身份的表征，琴也是古人德音思想

的喻器之一，代表一种道德层面上的高度和个人修养，琴更是士人情操的寓所之一，蔡邕、扬雄、嵇康、傅
玄都有《琴赋》。因此，琴对于汉魏两晋名士，是融合了理想、人格、个性特征的复合体，这就构成了时人

对琴的接受的一种审美期待。谢公因论琴而知戴逵，张翰因睹琴而如见顾荣，王徽之哭琴以忆王献之，

都是与自身的审美认知与个性特点相合的行为和心理过程。审美由集体关注到个体关注，帝王以及贵

族子弟与社会名流都加入了音乐、文学等艺术形式的创作，对人们侧重表达的内容却由社会讽谏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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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

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2． 引发对音乐与文学关系的正式讨论。文学是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正式的文论记载中，如《典

论·论文》文气说，《文赋》中“应”“和”“悲”“雅”“艳”的作文原则，“悟”“通”“清”“远”等文艺评价，

文笔说、声律论的提出等，都借音乐论文学。许琏《六朝文絜》中认为，沈约的骈文“自是六朝之俊”，是

因为“曼声柔调、顾盼有情”的音乐特点。
除了专门的文学理论，时人的言论中也不乏借音乐论文学者。《晋书》曰:

( 孙绰) 绝重张衡、左思之赋，每云:“《三都》《二京》，五经之鼓吹也。”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

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荣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辄

云:“应是我辈语。”
将《三都赋》《二京赋》比作“五经之鼓吹”，用“金石”之声来形容文章好，音乐与文学关系探讨的普及由

此可见。
刘勰《文心雕龙·声律》在论述了人声和乐器的关系之后，谈到了诗歌中的言语与音乐音调之间的

关系，认为音乐的声调与文章的言语有相通性，为文与制乐其实都是对声音的表现，音乐表达方式给接

收者明了的“外听”感受，而文学言语的声律接收者却只能通过“内听”来感觉; 音乐与文学作为对声音

的不同表现形式，不是孰轻孰重，而是有科学意义上的平衡点; 二者之间内在联系，通过“数求”才能够

达到。探究文学与音乐之间内在的、客观的、直接的联系，从科学的角度探寻二者的平衡点，成为当时人

们研究的重点。
3． 审美的俗化: 过犹不及。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两面性，汉魏之际的审美转向也是如此。强

调雅乐正声，将郑卫诸地方音乐和民间音乐都归入“淫声”的范畴，是以过度的理性封固审美体验应有

的感性因素; 而过分的个体感官享受却又在无拘无束中轻松地走向另一个极端。
两晋的女乐享受已经发展为贵族们普遍追求攀比的主要方式，甚至成为个人财富多少的标志。石

崇“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 《晋书·石苞传附石崇》) ;

殷仲文“后房妓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 贾谧更是“歌僮舞女，选极一时”( 均

见《晋书·本传》) 。到了贵玄虚的东晋时代，这种对女乐声色的感官享受潮流也没有被淡化。《晋书·
谢安传》载:“( 安) 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既累辟不就，简文帝时为相，曰:‘安石既与人同

乐，必不得不与人同忧，召之必至。’”南朝社会追求音乐的感官刺激由帝王将相、贵族名士蔓延到民间

街巷。这些追求听觉与生理快感的享受方式，使一个时代的审美走向精神萎靡和灵魂空虚。对此，郭茂

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有极其公允的评价:

昔晋平公说新声而师旷知公室之将卑，李延年善为新声变曲而闻者莫不感动，其后元帝自度曲被声

歌，而汉业遂衰，曹妙达等改易新声，而隋文不能救呜呼。新声之感人如此，是以为世所贵。虽沿情之

作，或出一时，而声辞浅迫，少复近古。故萧齐之将亡也，有伴侣，高齐之将亡也，有无愁，陈之将亡也，有

玉树后庭花，隋之将亡也，有泛龙舟，所谓烦手淫声，争新怨衰，此又新声之弊也。
面对艺术欣赏与审美客体，崇高与堕落之间、美好与奢靡之间仅有一步之遥，过度的放任奢靡与过度的

封固约束同样是审美发展历程的巨大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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